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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道德推脱在青少年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和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采

用欺凌受害量表、道德推脱量表、恶意创造力量表及自尊量表对1223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2) 道德推脱在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联中表现出显著的间

接关联作用(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3.37%)；(3) 自尊显著调节“受欺凌→道德推脱”与“道德推脱→恶

意创造力”两条路径；(4) 上述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可能是受欺凌与恶意

创造力之间的重要关联机制，自尊与性别与上述关联过程存在显著联系。本研究为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干

预与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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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victim-
ization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among adolescent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elf-es-
teem and gender, 1,223 adolesc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Malevolent Creativity Scale, and Self-Esteem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ullying victimizat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levolent creativity; (2) the findings sup-
ported an indirect association through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with the indirect effect accounting for 13.37% of the total effect; (3) self-es-
teem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both the path from bullying victimization to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the path from moral disengagement to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4) these moderating effects 
differed by gender.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oral diseng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s linked to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that self-
esteem and gender further shape this proces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nterven-
tions targeting school bullying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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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园欺凌是指在学校情境中，个体持续遭受来自同伴的故意伤害行为，且双方存在明显力量不均衡

的现象(Olweus, 2013)。校园欺凌具有故意性、重复性与权力不对等的特点，其形式包括身体欺凌、言语

欺凌以及关系欺凌等(Juvonen & Graham, 2014)。青少年阶段是校园欺凌的高发时期，由于该阶段个体情

绪调节能力尚未成熟、同伴关系敏感性较高，受欺凌经历容易对其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产生持续性负面

影响(Arseneault, 2018; Fang et al., 2022)。已有研究发现，受欺凌与抑郁、焦虑、低自尊等心理问题密切相

关(Brunstein Klomek et al., 2007; Wu et al., 2020; Ye et al., 2023)，并可能进一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发展与

社会功能(Lee & Vaillancourt, 2018)。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受欺凌经历可能带来的攻击性行为倾向。其中，恶意创造力是指个体将创

造性思维用于伤害、欺骗或报复等消极目的的倾向(Gutworth et al., 2016)。与一般攻击行为相比，恶意创

造力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策略性，可能表现为利用创新性方式实施伤害、操纵或报复行为(Hao et al., 
2016)。已有研究表明，负性情绪、敌意认知以及社会排斥等因素均可能促进恶意创造力的发展(Cheng et 
al., 2021; Li et al., 2025; Tong et al., 2024)。这一现象可由挫折–攻击理论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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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攻击理论认为，个体在遭遇阻碍、伤害或不公平对待后，易产生愤怒等负性情绪，并进一步诱发

攻击性反应(Berkowitz, 1989)；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则指出，个体若倾向于将模糊社会线索解释为敌意，便

更可能产生攻击性判断与反应(Crick & Dodge, 1994)。受欺凌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负性社会经历，容易诱发

愤怒、敌意及报复倾向，从而可能增加个体发展恶意创造力的风险。然而，目前关于受欺凌与恶意创造

力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有限，其内在心理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 
道德推脱理论为理解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Bandura et al., 1996; Bandura, 

2011)。道德推脱是指个体通过认知合理化减轻自身实施伤害行为时的道德压力，从而降低道德自我约束

(Moore, 2015)。已有研究发现，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校园欺凌以及反社会行为存在稳定关联(Thornberg 
& Jungert, 2014; Bussey et al., 2024)。受欺凌个体在遭遇不公平对待后，可能更容易通过道德推脱对报复

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进而降低对伤害行为的道德顾虑。因此，道德推脱可能在受欺凌影响恶意创造力

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此外，自尊可能影响个体面对负性经历时的认知与行为反应。既有研究发现，自尊与攻击行为之间

存在复杂关系，部分研究认为高自尊有助于降低攻击倾向，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高自尊可能增强个体的

攻击反应(Baumeister et al., 2000)。青少年阶段是自尊发展的关键时期，受欺凌经历容易影响个体的自我

价值感(Kernis et al., 2008)。因此，自尊可能影响受欺凌个体对负性事件的认知加工过程，并进一步影响

其恶意创造力的发展。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在攻击行为及情绪反应上可能存在差异(Gentile et 
al., 2009)，因此性别也可能影响上述作用过程。 

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负性社会经历、道德推脱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Li et al., 2025)，但关于其

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仍较有限。尤其是道德推脱在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以及自

尊与性别是否会影响这一作用过程，尚缺乏进一步检验。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考察青少年受欺凌与恶意

创造力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和性别的调节作用，以期揭示受欺凌与恶意

创造力之间关系的潜在心理机制，为青少年校园欺凌干预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数据收集工作由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组织实施，选取江西省九江市一所普通中学的学生为研

究对象。在征得学校与学生家长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发放问卷 1324 份，回收后

剔除规律作答及缺失值大于 10%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223 份，有效率为 92.4%。其中男生 589
人(48.1%)，女生 634 人(51.9%)，年龄范围为 12~17 岁(M = 14.7, SD = 1.2)。 

2.2. 测量工具 

所有测量工具均采用经过信效度检验的中文修订版，具体如下： 
(1) 受欺凌量表：采用多维欺凌受害量表 9 条目简版(Zhang et al., 2019)，涵盖身体欺凌、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三个维度。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 从未发生，5 = 每周至少 3 次)，总分越高表明受欺凌频率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 2  2.18dfχ = ，

0.95, 0.06CFI RMSEA= = ，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信效度良好。 
(2) 自尊量表：采用由 Rosenberg (1965)编制、Wang 等人(2018)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共 10 个条目，包含自我接纳与自我价值两个维度。量表采用 4 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4 = 非
常同意)，总分范围 10~40 分，分数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
CFA 结果显示 2 1.97, 0.97, 0.05df CFI RMSEAχ = = = ，量表结构与研究数据拟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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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德推脱量表：采用道德推脱量表(Bandura, 2002)，共 16 个条目，按 8 类子机制拆分(每类子机

制 2 个条目)，具体包括：责任转移；后果最小化；委婉标签；道德辩护；有利比较；非人化；责备归因；

责任扩散。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 强烈不同意，5 = 强烈同意)，各子机制分数与总分范围分别为 2~10
分、16~80 分，分数越高表明对应子机制的使用频率越高。本研究中，总道德推脱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91，8 类子机制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68~0.78 之间；CFA 结果显示 2 2.31dfχ = ， 

0.93, 0.07CFI RMSEA= = ，量表结构效度满足研究要求。 
(4) 恶意创造力量表：采用青少年恶意创造力量表(Hao et al., 2016)，按“伤害形态”拆分为 3 个维度

(共 11 个条目)：身体伤害型、关系破坏型以及言语攻击型。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 完全不会这样做，5 =
非常可能这样做)，总分范围为 11~55 分，分数越高表明恶意创造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组内相关系数为 0.88；同时补充教师评定(采用《青少年恶意创造力教师评定

量表》)，结果显示教师评定与学生自我报告得分的相关系数 ( )0.62 0.001r p= < ，表明测量结果具有良好

的一致性。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与分析，包括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表信效度检验以及变量间

的 Pearson 相关分析，以把握数据基本特征与初步关联模式。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检验理论模型，采用

Mplus8.3 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受欺凌为自变量、恶意创造力为因变量、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自

尊为调节变量，考察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及自尊在路径中的调节效应。为提升统计检验的稳健性，采用

Bootstrap 抽样法重复抽样 5000 次，计算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的置信区间，并以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作

为效应显著的标准。此外，为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干扰并提高模型估计的稳定性，在建模前对所有连续变

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描述统计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初步考察。将所有测量条目纳入未旋转主成分

分析后，共提取出 12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其中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18.7%，低于 50%的常用

经验判断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Podsakoff et al., 2003; Fuller et al., 2016)。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受欺凌与道德推脱总分呈显著正相关，

0.152, 0.01;r p= < 与恶意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   0.286, 0.01r p= < 。道德推脱总分与恶意创造力呈显著

正相关，   0.289, 0.01r p= < 。在道德推脱的具体子机制中，责任转移、后果最小化与恶意创造力的相关

系数相对较高，分别为 0.261, 0.01r p= < 和 0.245, 0.01r p= < ；非人化与恶意创造力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

但仍达到显著水平， 0.123, 0.05r p= < 。此外，自尊与受欺凌呈显著负相关， 0.077, 0.05r p= − < ，与恶

意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 0.160, 0.01r p= < 。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key variables 
表 1. 关键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矩阵 

变量 均值 ±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受欺凌 2.13 ± 0.89 1 - - - - - - 

道德推脱总分 3.02 ± 0.76 0.152** 1 - - - - - 

责任转移 3.21 ± 0.81 0.148** 0.823**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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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后果最小化 3.15 ± 0.79 0.139** 0.801** 0.765** 1 - - - 

非人化 2.78 ± 0.73 0.098* 0.712** 0.621** 0.603** 1 - - 

恶意创造力 2.35 ± 0.82 0.286** 0.289** 0.261** 0.245** 0.123* 1 - 

自尊 2.87 ± 0.65 −0.077* −0.052 −0.061 −0.048 −0.021 0.160** 1 

注：*p < 0.05, **p < 0.01。 

3.2. 道德推脱子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考察道德推脱不同子机制在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除责任扩散外，其余 7 类道德推脱子机制的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95% Bootstrap 置

信区间均不包含 0。具体而言，责任转移的间接效应最大，为 0.038， [ ]95%CI 0.015,0.068 ；后果最小化

次之，间接效应为 0.032， [ ]95%CI 0.012,0.057 。道德辩护、委婉标签和有利比较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0.018、
0.016 和 0.015，均达到显著水平。责备归因和非人化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小，分别为 0.010 和 0.009。责任

扩散的间接效应为 0.006， [ ]95%CI 0.001,0.025− ，未达到显著水平。 
整体而言，不同道德推脱子机制在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间接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其中责任转

移和后果最小化表现出相对更强的中介效应。 
 
Table 2. Indirect effect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mechanisms (Bootstrap = 5000) 
表 2. 道德推脱子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Bootstrap = 5000 次) 

道德推脱子机制 间接效应 Bootstrap 标准误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 总中介效应占比 

责任转移 0.038 0.014 [0.015, 0.068] 33.0% 

后果最小化 0.032 0.013 [0.012, 0.057] 27.9% 

道德辩护 0.018 0.008 [0.005, 0.035] 15.7% 

委婉标签 0.016 0.007 [0.004, 0.032] 13.9% 

有利比较 0.015 0.007 [0.004, 0.030] 13.0% 

责备归因 0.010 0.005 [0.003, 0.022] 8.7% 

非人化 0.009 0.004 [0.002, 0.021] 7.8% 

责任扩散 0.006 0.004 [−0.001, 0.025] 5.2% 

总中介效应 0.115 0.026 - 100% 

3.3. 自尊对中介路径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自尊是否调节受欺凌经由道德推脱影响恶意创造力的作用过程，本研究分别考察自尊对前半

段路径“受欺凌→道德推脱”和后半段路径“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见表 4。 

3.3.1. 自尊对“受欺凌→道德推脱”路径的调节效应 
以道德推脱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在控制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后，受欺凌与道德推脱存在显著正

向关联， [ ]1.530, 5.387, 0.01,95%CI 0.901,2.159t pβ = = < 。自尊对道德推脱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 ]0.125, 2.103, 0.05,95%CI 0.241, 0.009t pβ = − = − < − − ，受欺凌与自尊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道德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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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2, 0.315, 0.01,95%CI 0.528, 0.096t pβ = − = − < − − 。该模型解释率为 R2 = 0.128。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e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elf-esteem on the mediating paths 
表 3. 自尊对中介路径的分阶段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值 95%置信区间 模型决定系数 R2 

道德推脱 受欺凌 1.530** 5.387** [0.901, 2.159] 0.128 

 自尊 −0.125* −2.103* [−0.241, −0.009]  

 受欺凌 × 自尊 −0.312** −3.015** [−0.528, −0.096]  

 控制变量 
(年龄/社会经济地位) 已控制 − −  

恶意创造力 道德推脱 0.075** 9.373** [0.061, 0.089] 0.144 

 自尊 −0.017 −0.213 [−0.185, 0.151]  

 道德推脱 × 自尊 0.028** 3.226** [0.010, 0.046]  

 受欺凌 0.748** 9.255** [0.623, 0.873]  

 控制变量 
(年龄/社会经济地位) 已控制 − −  

注：*p < 0.05, **p < 0.01。 
 
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低自尊水平(M − 1SD)下，受欺凌对道德推脱的预测作用显著，

1.892,95%CI[1.215,2.569]β = ；在高自尊水平 (M + 1SD)下，该预测作用仍显著，但效应减弱，

1.168,?95%CI[0.502,1.834]β = 。低自尊条件下该路径强度约为高自尊条件下的 1.62 倍。上述结果表明，

自尊显著调节受欺凌对道德推脱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自尊青少年中更强。 
 
Table 4. Simple slope analyse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elf-esteem 
表 4. 自尊分阶段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检验 

调节路径 自尊水平 β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 

路径强度比 
(低自尊/高自尊) 

受欺凌→道德推脱 低(−1 标准差) 1.892** [1.215, 2.569] 1.62 

 高(+1 标准差) 1.168** [0.502, 1.834]  

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 低(−1 标准差) 0.047** [0.023, 0.071] 0.45 

 高(+1 标准差) 0.103** [0.078, 0.128]  

注：*p < 0.05, **p < 0.01。 

3.3.2. 自尊对“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路径的调节效应 
以恶意创造力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在控制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后，道德推脱与恶意创造力存在

显著正向关联， [ ]0.075, 9.373, 0.01,95%CI 0.061,0.089t pβ = = < ；受欺凌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预测作用也

达到显著水平， [ ]0.748, 9.255, 0.01,95%CI 0.623,0.873t pβ = = < 。自尊的主效应不显著， 

[ ]0.017, 0.213, 0.05,95%CI 0.185,0.151t pβ = − = − > − 。道德推脱与自尊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恶意创造

力， [ ]0.028, 3.226, 0.01,95%CI 0.010,0.046t pβ = = < 。该模型的解释率为 R2 = 0.144。 
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低自尊水平(M − 1SD)下，道德推脱与恶意创造力存在显著正向关联，

[ ]0.047,95%CI 0.023,0.071β = ；在高自尊水平(M + 1SD)下，该预测作用更强， 

[ ]0.103,95%CI 0.078,0.128β = 。高自尊条件下该路径强度约为低自尊条件下的 2.19 倍。结果表明，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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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调节道德推脱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且该影响在高自尊青少年中更强。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介路径的分阶段检验，本研究发现，自尊分别调节“受欺凌→道德推脱”与“道

德推脱→恶意创造力”两条路径。其中，自尊对前半段路径表现为负向调节作用，对后半段路径表现为

正向调节作用。为更直观地呈现受欺凌、道德推脱、自尊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主要路径关系，本文进一

步绘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见图 1。图中展示了受欺凌对恶意创造力的直接效应、道德推脱的中介作

用，以及自尊对前后两段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linking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图 1. 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关系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3.4. 性别对自尊调节效应的进一步作用 

为进一步考察性别是否影响自尊在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分别建立三重交互模型，结果见

表 5。 
 
Table 5. Moderated moderation effects of gender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表 5. 性别对自尊调节效应的调节作用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值 95%置信区间 

道德推脱 受欺凌 × 自尊 × 性别 −0.289* −2.317* [−0.556, −0.022] 

 女性群体：受欺凌 × 自尊 −0.421** −3.102** [−0.683, −0.159] 

 男性群体：受欺凌 × 自尊 −0.105 −0.892 [−0.378, 0.168] 

恶意创造力 道德推脱 × 自尊 × 性别 0.025* 2.286* [0.002, 0.048] 

 男性群体：道德推脱 × 自尊 0.125** 3.569** [0.091, 0.159] 

 女性群体：道德推脱 × 自尊 0.053 1.968 [−0.002, 0.108] 

注：*p < 0.05, **p < 0.01。 

3.4.1. 性别对“自尊调节受欺凌→道德推脱”的路径的影响 
在以道德推脱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受欺凌、自尊与性别的三重交互项显著，β = −0.289，t = −2.317，

p < 0.05，95% CI [−0.556, −0.022]。分组分析显示，在女性群体中，受欺凌与自尊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

道德推脱，β = −0.421，t = −3.102，p < 0.01，95% CI [−0.683, −0.159]；在男性群体中，该交互项未达到

显著水平，β = −0.105，t = −0.892，p < 0.05，95% CI [−0.378, −0.168]。结果表明，性别进一步调节了自

尊在“受欺凌→道德推脱”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该效应主要体现在女性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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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性别对“自尊调节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路径的影响 
在以恶意创造力为因变量的模型中，道德推脱、自尊与性别的三重交互项显著，β = −0.025，t = 

−2.286，p < 0.05，95% CI [−0.002, −0.048]。进一步分组分析显示，在男性群体中，道德推脱与自尊的

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β = −0.125，t = −3.569，p < 0.01，95% CI [−0.091, −0.159]；在女性

群体中，该交互项未达到传统显著水平，β = −0.053，t = −1.968，p > 0.05，95% CI [−0.002, −0.108]。
结果表明，性别进一步调节了自尊在“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该效应主要体现在

男性群体中。 

3.5. 不同性别与自尊水平下的条件间接效应 

基于前述调节效应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不同性别与自尊水平下，受欺凌通过道德推脱影响恶意

创造力的条件间接效应，结果见表 6。 
结果显示，男性高自尊组的条件间接效应为 0.089，95% CI [0.042, 0.145]；男性低自尊组为 0.053，

95% CI [0.017, 0.098]；女性高自尊组为 0.061，95% CI [0.022, 0.109]；女性低自尊组为 0.142，95% CI 
[0.085, 0.213]。各组条件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在不同性别与自尊水平组合下，受欺凌均

可通过道德推脱对恶意创造力产生显著间接影响。相较而言，女性低自尊组的条件间接效应数值最大，

男性高自尊组次之。 
 
Table 6.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 across gender and self-esteem levels (Bootstrap = 5000) 
表 6. 不同性别–自尊水平的总中介效应(Bootstrap = 5000) 

群体 总中介效应 Bootstrap 标准误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 核心贡献阶段 

男性高自尊 0.089 0.027 [0.042, 0.145] 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 

男性低自尊 0.053 0.021 [0.017, 0.098] 无显著贡献阶段 

女性高自尊 0.061 0.023 [0.022, 0.109] 无显著贡献阶段 

女性低自尊 0.142 0.032 [0.085, 0.213] 受欺凌→道德推脱 

4. 讨论 

4.1. 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受欺凌与青少年恶意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受欺凌经历除可能导致抑

郁、焦虑、低自尊等内化性问题外，也可能与攻击性认知、报复性思维及外化风险有关。既有系统综述

显示，欺凌受害与儿童青少年的多类心理和行为问题显著相关，包括情绪困扰、社会适应不良与外化问

题等(Moore et al., 2017)。因此，受欺凌并不必然只表现为被动退缩，也可能在部分个体中转化为更具攻

击性的认知倾向。 
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联系。Tong 等人(2024)基于两波追踪数据发

现，网络受欺凌能够显著预测农村青少年的恶意创造力，并且敌意归因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但该研究

中学校欺凌受害对恶意创造力的纵向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与此不同，Huang 等人(2026)在中学生样本中

发现，学校欺凌与恶意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且愤怒和敌意归因偏差在其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可见，

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已获得初步支持，但现有证据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受到欺凌类型、样本

特征及测量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在青少年校园情境中进一步支持了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为理解欺凌受害后

可能出现的外化性认知风险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尤其是在恶意创造力这一兼具“创造性”与“伤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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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变量上，本研究说明，受欺凌不仅可能与青少年的情绪健康相关，也可能改变其思考和回应冲突

的方式。 

4.2. 道德推脱子机制在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关系中的关联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道德推脱的多个子机制在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表现出显著间接关联。其中，

责任转移与后果最小化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强。根据道德推脱理论，个体可以通过责任转移、弱化行为后

果、重新解释行为性质等方式，减轻不当行为带来的自我谴责，从而使原本受到道德约束的行为变得“可

以接受”(Bandura, 1999, 2002)。已有元分析也表明，道德推脱与儿童青少年的欺凌、攻击及其他越轨行

为稳定相关(Killer et al., 2019; Luo & Bussey, 2023)。 
结合本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受欺凌青少年若更倾向于将潜在的伤害行为归因于外部刺激，认为“是

他人先伤害了自己”，或淡化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实际后果，便可能更容易降低道德顾虑，并进一步形

成以伤害、捉弄或报复他人为目的的创造性构想。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关于道德推脱促进欺凌和攻击行

为的结论相一致。Wang 等人(2016)的纵向研究表明，道德推脱与欺凌行为之间存在稳定的时间性联系；

Bjärehed 等人(2019)也发现，不同道德推脱机制与不同类型欺凌行为之间的关联强度并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并未发现所有道德推脱子机制具有同等强度的解释作用。责任转移与后果最

小化的间接效应更强，而非人化、责备归因等机制虽达到显著水平，但效应相对较弱。这说明，道德推

脱并非单一、同质的心理过程，不同子机制在受欺凌影响恶意创造力的过程中可能承担不同作用。既有

研究亦指出，道德推脱的具体机制与直接欺凌、间接欺凌及助长欺凌的旁观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化联系

(Bjärehed et al., 2019)。本研究将这一差异化视角进一步延伸到恶意创造力领域，提示未来研究不宜仅将

道德推脱作为整体变量处理，而应更加关注其内部结构。 
不过，本研究中受欺凌与道德推脱的相关程度并不高，部分中介效应的效应量也较为有限。这表明，

道德推脱虽可能是连接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的重要认知机制，但并非唯一解释路径。已有研究显示，愤

怒、敌意归因偏差等情绪和认知变量，同样可能是受欺凌通向恶意创造力的重要桥梁(Tong et al., 2024; 
Huang et al., 2026)。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将道德推脱与愤怒反刍、敌意归因偏差、报复动机等变量纳入同一

模型，以更完整地揭示受欺凌影响恶意创造力的心理机制。 

4.3. 自尊在不同路径环节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尊在“受欺凌→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的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方向不同的调节效应。

具体而言，自尊削弱了受欺凌对道德推脱的正向预测作用，却强化了道德推脱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正向

关联。这说明，自尊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单向发挥保护作用，其影响可能依赖于具体的心理加工阶段。 
在前半段路径中，高自尊个体在遭受欺凌后，更不容易启动道德推脱机制。Kernis (2003)指出，自尊

并非单纯表现为水平高低，更涉及其稳定性和安全性。相对稳定的自我价值感有助于个体在遭受外界否

定时维持自我整合，而不必立即借助防御性认知来缓解心理失衡。由此推测，高自尊可能在受欺凌后的

初始认知反应阶段发挥一定缓冲作用，降低个体通过道德推脱合理化潜在报复行为的倾向。 
但在后半段路径中，本研究发现，高自尊反而增强了道德推脱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作用。这一结果

与“高自尊并非总是抑制攻击”的研究观点相呼应。Baumeister 等人(2000)指出，攻击行为并不一定源于

低自尊，受到威胁的高自尊和膨胀性自我评价同样可能与攻击性反应有关。Bushman 与 Baumeister (1998)
的实验研究也发现，当个体的积极自我评价受到威胁时，较高的自恋与自我评价可能与更强的攻击反应

相联系。结合本研究可以推测，当个体已经形成道德推脱认知后，高自尊可能增强其行动信心和认知实

施倾向，使恶意创造力更容易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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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未直接测量自尊稳定性、自恋、威胁性自尊或自我效能感，因此不能将上

述解释视为已被本研究直接验证的心理机制。更稳妥的理解是：自尊在不同路径环节中可能发挥不同功

能，既可能在受欺凌后的初始认知反应中起到保护作用，也可能在道德约束已被削弱后放大恶意创造力

风险。这一结果为理解自尊与攻击性认知之间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4.4. 性别对自尊调节作用的进一步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性别与自尊调节效应的强度存在关联。具体而言，在女性群体中，自尊主要调节“受

欺凌→道德推脱”的前半段路径；在男性群体中，自尊主要调节“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的后半段路

径。这表明，自尊在不同性别青少年中的作用位置可能存在差异。 
已有研究显示，道德推脱与欺凌行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性别影响。Bjärehed 等人(2019)发现，某些道

德推脱机制与助长欺凌的旁观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男生中更强。Thornberg 等人(2023)进一步指出，不同性

别青少年在道德推脱不同作用位点上的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由此可见，性别并非只是人口学控制变量，

而可能构成道德认知与攻击性行为关系的重要边界条件。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于女性青少年而言，自尊更可能影响其在受欺凌后是否启动道德推脱；对于

男性青少年而言，自尊更可能影响其在已经形成道德推脱后，是否进一步表现出更强的恶意创造力倾

向。该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样遭受欺凌，不同性别青少年在后续认知加工和风险表现上可能呈现不

同路径。 
但需要谨慎指出的是，本研究并未直接测量性别角色认同、社会支配动机、关系导向或行为抑制等

变量，因此不能进一步断言上述差异必然来源于具体的社会化机制。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引入性别角

色观念、支配取向、关系敏感性等变量，进一步解释性别如何塑造受欺凌后的认知风险路径。 

4.5. 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校园反欺凌教育和青少年心理干预具有一定启示。首先，既有随机对照研究的元分析

表明，学校反欺凌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欺凌行为和受欺凌风险，并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Fraguas 
et al., 2021)。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示，反欺凌干预不仅要关注欺凌行为本身，也应关注受欺凌学

生后续可能形成的认知风险。 
其次，责任转移与后果最小化是本研究中效应相对较强的道德推脱子机制。因此，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可加强责任意识训练、后果评估训练与道德判断训练，帮助学生识别“因为别人先伤害我，所以我可

以伤害别人”以及“我的行为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等错误认知，降低道德推脱对恶意创造力的推动作用。

再次，自尊干预不宜被简单理解为“自尊越高越好”。本研究显示，自尊在不同路径环节中具有双向作

用。因此，对于低自尊且遭受欺凌的青少年，应重点提供情绪支持、自我价值修复和认知重建，以降低

其借助道德推脱缓解心理冲突的可能；对于已经表现出较高道德推脱水平、同时恶意创造力风险较突出

的青少年，则应加强责任感、同理心与亲社会目标导向训练，防止其将认知上的合理化进一步转化为更

复杂的攻击性构想。 
最后，性别差异结果提示，学校在开展风险识别与心理干预时，可结合性别、自尊水平和道德推脱

水平实施更有针对性的辅导策略。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并未直接检验具体干预方案的实际效果，因此

上述建议主要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后续仍需通过干预研究加以验证。 

4.6.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第一，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所有变量均在同一时间点进行测量，因此

研究结果仅能反映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而无法确定其时间顺序和因果方向。虽然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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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受欺凌、道德推脱、自尊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模型，但当前数据并不足以证明各变量之间存

在单向作用关系。例如，较高的恶意创造力倾向可能使个体更容易卷入同伴冲突并报告更多受欺凌经历，

道德推脱也可能随着攻击性认知和行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关系路径更多体现为一

种理论解释框架，而非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交叉滞后模型或实

验研究，进一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时间顺序及其潜在作用机制(Tong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16)。 
第二，本研究的大部分变量主要通过被试自我报告方式获得，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尽管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后未发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该方法本身的检验能力有限，仍无

法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变异对变量关系估计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在受欺凌、道德推脱和恶意创造力等涉及

社会评价与道德判断的变量上，被试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自我呈现偏差以及当前情绪状态等因素的影

响，从而导致变量之间的关联被高估或低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多信息源数据收集方式，如结合教

师评定、同伴评定、家长评定以及行为测量等方法，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带来的影响。 
第三，本研究发现受欺凌与道德推脱之间的关联程度相对有限，部分间接效应的效应量也较小，说

明道德推脱可能并非连接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的唯一心理机制。已有研究表明，愤怒、敌意归因偏差以

及报复动机等变量同样可能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Tong et al., 2024; Huang et al., 2026)。未来研究可

进一步整合情绪、认知与动机因素，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多重中介模型，以更全面地揭示受欺凌与恶意创

造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 
第四，本研究发现性别会影响自尊在不同路径环节中的调节作用，但其背后的具体心理机制仍有待

进一步揭示。由于本研究未直接测量性别角色认同、关系取向、道德情绪以及支配性动机等变量，因此

尚无法解释不同性别青少年为何表现出不同的调节模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引入相关变量，深入探讨性

别如何影响受欺凌、道德推脱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准确地揭示其作用机制。 

5. 结论 

(1) 在本研究样本中，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的多个子机制在二者关系中表现

出显著间接关联，其中责任转移与后果最小化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强。 
(2) 自尊在不同路径环节中表现出方向不同的调节作用。较高自尊弱化了受欺凌与道德推脱之间的

正向关联，但强化了道德推脱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联，说明自尊在该作用过程中并非单一的保护

因素。 
(3) 性别与自尊调节效应的强度存在关联。女性群体中，自尊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受欺凌→道德

推脱”路径；男性群体中，自尊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推脱→恶意创造力”路径。 
总体而言，受欺凌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联系可能部分经由道德推脱相关认知机制体现，并受到自尊

和性别因素的影响。该发现为理解青少年受欺凌后的认知风险路径提供了补充证据，也为校园反欺凌教

育和心理干预提供了参考。不过，鉴于本研究的横断面设计、部分效应量有限以及测量和样本代表性方

面的限制，相关结论仍需在后续纵向研究与更严格的测量设计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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